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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組織章程”的修改

Alber t o Mar tins ＊

澳門地區“組織章程”的修改，是把葡國的部份權力從現在起逐步轉移到本

地區的行爲，使本地區各組織機構具有行使政治、立法和司法權力的更有利的條

件 。

“澳門組織章程”的修改，爲法律“本地化”曁自治化帶來了光明，開辟了

將可能有助於澳門把葡國的，但又適應於本地區的經濟、社會墍文化實際的法律

制度基礎長久地繼承下來的前景。

“組織章程”的最近一次憲法性修改，顯然爲立法會或澳門總督作爲決策機

構積極參與制定或修改本地區的“組織章程”使之能適應和滿足直到1 999年

1 2月1 9日才結束的過渡時期的新的需要提供了可能性。

“組織章程”的修改還使澳門將擁有一個由法律確立的、享有自治權並適應

本地區特殊性、又能維護法官獨立性的基本原則的司法組織。

立法會充份發揮修改“澳門組織章程”的憲法性機制，於1 990年5月1

0日頒佈了第 1 3／ 90號法律；這樣它就爲使澳門適應於 1 9 8 7年在北京簽

署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聯合聲明”所帶來的新形勢邁出了

決定性的一步。

制定澳門司法制度綱要法作爲澳門司法自治組織的“結構性”模式的權限是

葡國憲法賦予共和國議會的。爲了要再現構成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行政權

、立法權和司法權）分立的框架，就必須首先確立澳門司法制度的基礎。

＊葡國國會議員，國會權利、自由及保障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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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否把“聯合聲明”中規定的權利和自由明確寫進“組織章程”中，是

修改“組織章程”過程中爭論的一個問題。這一爭論是由1 9 90年2月 28日

國務會議上的意見引起的。

有些人指出，國務會議上的觀點不妥，因而是不必要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

，“章程”修改文本中的解決方案消除了這種含糊不清的觀點，重申在澳門地區

要繼續實施葡國憲法中規定的各種權利、自由和保障。

澳門政府現在應當責無旁貸地承担起這一任務。作爲開始，顯然首先應向葡

國議會呈交一份法律提案。

現在，面對葡萄牙肩負着管理澳門直到1 999年的重任，而過渡期的時間

又有限，每過一天我們就失去有意義的一天，這一天就再也不能挽回。因此，我

們應當抓緊時機來確定我們的、將在1 999年後生效的、具有潛在能力的法律

條 款 。

“章程”第2條明確規定尊重葡國憲法中載明的原則和權利、自由和保障，

並把它們確定爲本地區自治權的基石。它只是把現行法律規範明確地肯定下來，

只是對行使自治權應遵循的葡國憲法和“章程”原則做了符合現實的解釋。

2．解釋葡國憲法規範同澳門地區專有的法律制度之間存在的巨大問題導致

了關於葡國憲法對澳門地區不完全適用的一貫解釋。一方面，這不僅是由於葡國

憲法各項規定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該憲法的條文，甚至“組

織章程”內的憲法性條文本身就明確聲明它對澳門地區不完全適用。當然，無論

是哪種情况，都未對葡國憲法中載明的權利、自由及保障提出過異議。

憲法法院在1 9 89年6月 1 2日在《共和國公報》系列二上公佈的“第2

84／89號合議庭裁決”中指出：“如果說葡國憲法確實不完全適用於澳門的

話（請特別參閱“澳門組織章程”中關於政治暨行政組織的條款，根據這一規定

，澳門的政治行政機構不能在這一地區充份行使憲法對主權機構認可的所有權限

），那麼，下述這一點也是確實的：在廣泛的方面，《澳門憲法》是直接適用於

澳門的。一方面，這是因爲“澳門組織章程”明確指出了這點，另一方面則是因

爲這樣就可以滿足本地區政治領域中存在的法規空缺的需要。”

上述合議庭判決接着談到“章程”修改前的第9條中規定的在公共秩序受到

嚴重威脅的情况下可以採取的措施後，得出結論說，葡國憲法中規定的權利、自

由和保障制度在澳門有效。在如今修改後的“章程”中規定，“在澳門地區任何

一個地方的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威脅或受到嚴重擾亂的情况下”，當有必要“臨時

限制或暫時中止行使憲法規定的權利、自由和保障時，可以在那個地區採取旨在

恢復其公共秩序的必要而適當的措施”；採取這些措施的決定應由總督在聽取了

諮詢會的意見並同立法會協商後做出，而且還應該呈報共和國總統。

這樣，根據上述合議庭裁决，“由於“澳門組織章程”和葡國憲法之間存在

着相互影響的關係，所以提及限制人身自由暨保障以及中止憲法保障的問題，不

能不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葡國憲法中規定的權利、自由和保障制度在澳門是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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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這個問題上，喬治·米蘭達（J or ge Mi r anda）在其著作《憲

法敎程》第四卷第1 89頁上還這樣寫道：

““ 澳門 組織 章程 ”（ 載於 1 9 7 6年 2月 1 7 日頒 佈的 第 1 ／ 7 6號 法 律

中）純粹是一個組織法。其中沒有任何關於基本權利的規定，那怕是十分間

接的也沒有，甚至連如何從法律的角度來對待相應的立法會（參閱第31 條

）的規定也沒有［如衆所見，這一點在經過修改後的“章程”中已經完全不

是這樣的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基本權利在澳門沒有保障。生活在這裏或居住在這裏

的葡萄牙人充份享有這些權利，除了那些與國家誓不兩立的人（參閱葡國憲

法第1 4條，這是主要原因）。其餘居民也至少是間接地或部份地享有這些

權利。”

“即使葡國憲法不在澳門——未劃入葡國版圖的地區——實施，但澳門法律

界是屬於葡國法律體系的［如《憲法法院法》第1 條所述］；由於顯而易見

的內在相關性，構成葡國法律規範的基本原則不能不在澳門地區發生效力。

這些基本原則是包括尊重和保障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參閱憲法第二條］。”

“因此，這些基本權利可以由生活在澳門的非葡國人來要求保護。這些基本

權利包括幾乎所有的人身權利、自由和保障，以及其它範疇的許多權利”。

當人們在試圖限定那些不適用於澳門的憲法原則時，一定會發現葡國憲法中

規定的有些原則，特別是只涉及葡萄牙共和國的政權、主權、經濟組織等方面的

原則，由於其本質所決定，將不適用於澳門的組織原則（參閱簡能思＊ 的著作《

葡國憲法制度和澳門法律制度之間的關係》）。

在基本原則中、普遍性原則、平等原則、法律保護原則、捍衞類似於基本權

利的原則、與基本權利有直接關係的原則以及普遍有權上法院打官司的原則，在

澳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有關人的權利、自由和保障以及勞動者的勞動權、參

政權（第24條至第47條），也都是有法律效力的，這些權利應毫無成見地列

入澳門的組織結構中，這些權利的核心是不得損害和扣除的。

生存權是這些人權中首要的和不能違背的權利。除生存權外，還需要以法律

形式固定下來是人的身份權，民事能力權，公民權，姓名權、肖像權、發言權、

保留隱私暨公共親密關係權，人身自由及安全權，住所、通訊及交際不受侵犯權

、言論自由權、信仰、宗敎及崇拜自由權、遷徙、結社及選擇職業自由權。

3．“澳門組織章程”的修改使專屬共和國主權機構的某些權力廣泛地轉移

到澳門地區，永久性地批准澳門立法會就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立法。當然，這一

立法權祗涉及那些不屬於共和國主權機構或總督的權限範圍內的事項。

＊ Vi t al i n o Can as 澳門法律及公共行政課程前協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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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正在由一個僅擁有專屬本地區的剩餘立法權限的機構變成一個擁有除

葡國主權機構和總督專有的立法權以外的充份的立法權力機構。

這樣，澳門地區就享有了廣泛而特有的法律權力，使它能修改其自身的法律

制度使之更加靈活地適應本地區的實際，同時又不損害其實質是葡國《憲法》所

賦予的、帶有普遍意義和永久性遺產的原則和價值。

但在權力轉移方面亦明文規定總督在公共秩序受騷亂時，爲了維護治安可以

限制人們行使權利、自由暨保障。

在立法方面，凡不屬於葡國主權機構和立法會的立法行爲，在不違犯“組織

章程”第31 條新規定的條件下，都繼續歸總督行使，儘管關於人的身份和能力

、違犯紀律的處罰制度、純粹的社會秩序行爲、徵收和徵用制、租賃制、貨幣制

。
、公共團體、民事責任、公共企業的通則大綱等方面的法律行爲澳督也有兼管權

在不損害立法可能性的情况下，通過共和國議會的立法授權，總督還擁有充

實葡國主權機構的綱要法和核準執行機構的架構和運轉的專屬權限。

4．“澳門組織章程”的修改還最後地澄清了憲法法院對本地區的權限，解

決了過去在確定有資格進行預防性法規審查或槪括的連續性法規審查的法院中存

在的理論方面的含混不清的問題。

“章程”第41 條1 款在具體的法規審查中便聲明，法院“不能實施那些違反

憲法或本章程規則或兩者所定的原則之規定”。

當然，對於“組織章程”第41 條2款所涉及的情況，我認爲不能排除有解

釋方面的困難，因爲適用於本地區的共和國主權機構的法規同本地區政府專有的

法規之間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

這一條規定，除了關於人的身份和能力、權利、自由和保障問題，關於確定

罪行暨刑罰問題，關於紀律處分制度曁對純粹擾亂社會秩序的裁定暨相應的案件
審理問題，關於徵用制度、租賃制度、貨幣制度、被管治者的保障暨行政當局的

民事責任和公共企業的通則大綱等方面的問題外，看來是想讓本地區的法規凌駕

於主權機構的法規之上。即使涉及這些例外事項，只要其法規的基本內容不抵觸

共和國主權機構的規定也應照顧本地區的特殊情況。

“章程”第41 條2款對冲突性規範提供了權威性的解釋，使解釋者在遇到

由於兩種文化現實之間的冲突而形成的兩種法律機制的差異而引起解釋上的困難

時，就需要參考葡國原本法律並從中僅僅找出那些被評的地方法規所涉及的基本

價值。在冲突中，儘管地方法規體現母體文化現實，但仍需視其原則，以便同主

權機構法規的基本的、內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値相比較並服從之。

當然，如果冲突只涉及澳門地區政府本身的機構的專有權限的話，就不會產

生問題，因爲在澳門，“這些機構的法律佔主導地位”（參閱“章程”第41 條

3 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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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具體的法規審查問題，“章程”涉及到了法院對具體的法規審查權限，

一般設來，它把這種法規審查權賦與了受理最後一級上訴的高等法院。具體說來

，就是憲法法院（參閱葡國憲法第280條曁上述合議庭判決）。

槪括的連續性法規審查權限，無論是總督對立法會發出的任何法規發起的（

參見第“章程”第1 1 條e項），還是由立法會對總督頌佈的任何法規發起的（

參閱第30條a項），都明確規定是屬於憲法法院的；至於對立法會法律的預防

性審查權，祗有在因爲該法律違憲而被總督否決，並且由在職的三分之二多數議

員要求確認的情況下，才交到憲法法院審查。

5 ．然而，維護澳門法律制度的原則和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實施機

制的組織結構規則；而這些法律同時又在不斷的增加其效能使其有可能超越過渡

時期繼續有效。

爲此，葡國憲法在最後一次修改中規定在澳門地區要建立自己的司法組織；

這個組織享有自治權，適應本地區的特殊性，並能維護以法官的獨立性爲重要內

容的司法基本原則。

共和國議會在把澳門的司法制度基礎確定爲“一個司法自治組織的根基和創

立者”時，要求自己處理好由共和國議會確立的綱要法的“意志”同自治原則暨

承認特殊性原則的“意志”之間的和諧與協調。

“澳門組織章程”不但沒有背離葡國法律制度的司法管理根本原則，而且還

肯定了法院的獨立性及其祇服從於法律的原則，肯定了法院在裁決公衆的和私人

的冲突中，在維護合法性辯護和維護的利益中的職能。

在憲法文本和“組織章程”中載入塑造葡國法律制度形像的原則的同時，還

規定要堅決維護法院對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單位所做出的判決的強制性原則，法院

凌駕於其它任何當局之上的原則，以及要求張貼審訊公吿的原則，也規定了從根

本上保障被吿人有耹訊權和辯護權的原則。

在司法組織方面，“章程”在不違反司法組織本身的前提下，特別突出了檢

察院在合法性辯護和刑事訴訟的作用。至於檢察院的框架及其有關方面也將在未

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體制內反映出來。

“澳門組織章程”的修改，是對“重建”一種更加現代化的，更能靈活地適

應本地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必然開放。

然而，這一開放祇有在弄清保留我們的法律規範所涉及的一種人道主義的普

遍原則、價値和標準的重要性時才有可能實現。

在組織方面，一切都可以讓位於本地區的特殊性，祇要這樣做能夠維護基本

的法規及其基礎，能維護那些塑造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形像所需要的原則。

但是，我們在談論法規時，決不能脫離實施這些法規的條件，因爲我們頒佈

的法律祗有在不脫離其具體的實施條件時才會是生氣勃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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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挑戰中，我們面臨的困難在於如何建造一種新文化，並賦予其與之相

稱的未來意義。如今，我們戰勝這一困難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

在實現這一藍圖中，“中葡聯合聲明”是提供了對話和開放的重要保證，以

便通過對話創造出能滙聚兩種文明洪流的現實。

就讓我們克服擺在前面的挑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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